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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聪聪 1 赵曼 1 刘传霞 2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综合科  浙江大学口腔医学院  浙江省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浙江省口腔生物医学研究重点实验室  浙江大学癌症研究院

口腔生物材料与器械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  杭州  310000；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病科  浙江大学口腔医学院  浙江省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浙江省口腔生物医学研究重点实验室  浙江大学癌症研究院

口腔生物材料与器械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  杭州  310000

[摘要] 口臭在人群中一直有着较高的发病率，影响着世界上近一半的人口。随着人们的卫生意识提高，它成为

人们社会交往中愈发关注和在意的问题。研究发现心理因素与口臭的发生发展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焦虑、抑郁

等负性情绪可能直接引起妄想性口臭的发病，同时它们也可以通过影响口腔菌群、牙周炎、唾液、免疫功能及系

统性疾病等方面间接促进口内挥发性硫化物的生成。本文就近年来精神心理因素在口臭发病机

制中的直接和间接相关性的研究进展作进行综述，以期提高临床医生的认识，对口臭患者的临

床诊疗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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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litosis has always been prevalent in humans, affecting nearly half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With the im‐

provement of people’s health awareness, it has recently become a health concern among the public.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sychological factor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alitosis.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ight directly lead to delusional halitosis while indirectly promoting the generation of volatile sul‐

fur compounds in the oral cavity through affecting oral microbiota, periodontitis, saliva, immune function, and systemic 

disease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ummary of research on direct and indirect correlations on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halitosis in recent years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clinical doctors and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halitosi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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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口臭，又名口腔异味，是指人们在呼吸时呼

出的令人不愉快的气味[1-2]。中国口臭检出率约为

27.5%[3]，患有口臭的患者在与人交流过程中常常

容易陷入焦虑、尴尬、自卑等负面情绪中，甚至

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社交心理障碍，影响日常工作

和生活。

口臭可分为真性口臭、假性口臭和口臭恐惧

症三大类[3-4]。真性口臭是具有生理或病理根源的、

能够被客观察觉的超出社会可接受范围的口腔异

味；假性口臭则是患者自觉存在异味，但通过感

官法或仪器测量不能客观检出；口臭恐惧症又叫

妄想性口臭，即使被告知客观检查未发现异味，

少数患者仍坚持自己有口臭，后两者通常需要依

托心理治疗进行辅助。

导致口臭的原因有很多，临床上约有90%的

口臭来源于口腔内因素[5]，舌苔、龋齿、牙周炎、

不良修复体及口腔黏膜病等都可能导致口臭的产

生，全身性疾病、不良生活习惯、饮食因素、精

神心理因素等则是引起口臭的口腔外因素。随着

社会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的同时也给人们

带来了更多的压力、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精

神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也愈发受到关注。精神

因素是许多口腔疾病的发病因素之一，包括口臭、

非典型性牙痛、磨牙症、咬合异常等[6]。而研究发

现负性情绪可以提高口臭的发病率，精神因素是

口臭的重要影响因素[7]。本文就近年来精神心理因

素在口臭发病机制中的直接和间接相关性的研究

进展进行综述。

2　  健康焦虑对妄想性口臭的直接影响

健康焦虑 （health anxiety） 是一个症状程度从

轻到重连续的疾病谱[8]，患者常常表现为担心或者

相信自己患有一种或几种躯体疾病，过度关注身

体的各种异常或正常感觉，通常被医生告知无事

时对其持不信任与怀疑态度，其中严重的健康焦

虑曾被认为等同于疑病性神经症 （hypochondrical 

neurosis），后来在第5版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

册》 中 归 入 疾 病 焦 虑 障 碍 （illness anxiety disor‐

der，IAD）[9]。健康焦虑对患者健康或其所患疾病

都会造成负面影响，通常对于症状较轻的健康焦

虑患者，简单的心理治疗就可以缓解其症状，而

对于较为极端的患者通常还需以药物辅助，如抗

抑郁类药能有效缓解健康焦虑症状[10]。目前健康

焦虑的心理治疗大多以认知理论为基础，包括认

知行为疗法、元认知疗法、正念认知疗法，主要

通过思维训练使患者改变以往对人对事的看法与

态度，正视自己的错误认知，进而能够正确地评

估自身身体状况，最终重建对健康的思维方式[8]。

妄想性口臭可以理解为健康焦虑在口腔中的

表现形式之一，是由患者的负性情绪直接引起的

口臭假象，反映了精神心理因素对口臭的直接诱

导作用。不良情绪可能会让患者更容易对自身产

生负面印象，对口腔异味更加敏感。同时，Akpa‐

ta等[11]在研究口臭病因学时发现，口腔相关因素如

味觉异常、拔牙等作为触发事件，易对那些具有

心身疾病倾向的人造成心理暗示，更容易引起妄

想性口臭的发病。妄想性口臭患者初次通常会选

择于口腔科就诊，因此口腔医生在接诊此类患者

时除了去除可能引起口臭的客观因素外，还应重

视其精神状态，注重心理疏导，减轻其过重的心

理负担，适当情况下引导患者接受专业的心理

治疗。

3　  精神心理因素对口臭的间接促进作用

伴有较重心理社会压力的患者常常无法保持

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或养成吸烟、酗酒等不良习

惯，更易出现较差的口腔健康状况，因而引发口

臭的出现[12]。此外，不良情绪对口臭相关的影响

因素包括口腔微生态、牙周炎、唾液、全身性疾

病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3.1　  精神心理因素对口腔微生态的影响

口腔内栖息着继肠道菌群之后的第二大微生

物群落，其中囊括了上百种口臭相关细菌如牙龈

卟啉单胞菌、齿状密螺旋体、中间普氏菌等[13]。

口腔微生态的稳定有利于抵御外来细菌及异物的

侵入，从而维持口腔环境的健康，而一旦这种平

衡被打破，口腔内的菌群就会随之紊乱，口臭也

会更容易产生[14]。挥发性硫化物 （volatile sulfur 

compounds，VSCs） 是引起真性口臭的主要组成

部分，是唾液、龈沟液和口腔黏膜中的葡萄糖、

黏蛋白、多肽被微生物降解而产生的结果[15]。研

究[16]表明，口臭患者口腔内的微生物多样性显著

高于健康人群，其舌苔标本检测结果表明普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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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普雷沃氏菌属、纤毛菌及消化链球菌等的丰度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样口臭儿童舌苔样本上检

出的细菌丰度也显著高于健康儿童。

压力、抑郁和焦虑等负性情绪被认为是影响

口腔内环境平衡的危险因素。目前已有研究表明，

应激压力可以引起口腔微环境包括唾液和口腔微

生物群落的改变。研究者们发现，肾上腺素、去

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激素等应激相关因子能够调

节牙周炎相关菌群的繁殖和VSCs的产生[17]；Pau‐

del等[18]采用束缚模拟压力刺激，实验组发现应激

导致大鼠口内微生物种类数量和唾液蛋白含量出

现显著改变；de Lima等[19]发现心理压力可以通过

诱导口腔微环境的失衡促进口内具核梭杆菌和莫

雷梭菌生成VSCs从而间接引发口臭；此外，学业

相关压力也可促进受试者唾液中具核梭杆菌和莫

雷梭菌数量的显著增加，且其压力与口腔中硫化

氢的含量成正比[20]。

3.2　  精神心理因素对牙周炎的影响

牙周炎是一种由局部因素引起的牙周支持组

织的慢性炎症，而牙周袋是口腔内细菌滋生与

VSCs产生的重要部位[17]。临床上可以发现中重度

牙周炎患者通常都伴有口臭症状。以往的研究[21]

也提示牙周炎是口臭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且临

床上绝大多数口臭患者在接受牙周治疗后症状都

能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

精神心理因素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牙周炎的

影响因子，长期的工作/经济压力、抑郁和适应不

良等不良情绪都是牙周炎的重要风险因素[22-23]。皮

质醇在心理学领域常被用作衡量抑郁症的指标，

Lee等[24]研究发现，唾液皮质醇水平越高的患者患

牙周炎的风险可能更高，精神压力、抑郁和唾液

皮质醇水平与牙周破坏程度呈正相关[25]；同时，

Botelho等[26]通过检测健康老年受试者唾液中的皮

质醇和脱氢表雄酮浓度，发现压力相关标志物的

升高与其牙周炎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此外，Calil等[27]报告的体外实验也表明，肾上腺

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可以调节牙周炎相关

细菌的生长和VSCs的产生。

3.3　  精神心理因素对唾液的影响

唾液是由颌下腺、腮腺和舌下腺三大主要唾

液腺以及众多小唾液腺分泌产生的体液，唾液腺

分泌主要受副交感神经支配，其分泌量与味觉、

触觉刺激以及咀嚼的类型和强度相关[28]。唾液的

流量流速及其成分一旦发生变化，口腔内环境的

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唾液量少而黏稠的患

者更易出现口臭症状[29]。在抑郁症研究中，Ghola‐

mi等[30]发现焦虑抑郁患者的唾液流量与健康人群

相比显著减少，患有抑郁症的女性比男性更容易

罹患灼口综合征和干燥综合征；Hugo等[31]也报告

了50岁以上人群的压力、抑郁症状和唾液流速流

量降低有显著相关性，提示精神因素在降低唾液

腺功能方面也有潜在性影响。

此外，唾液中包含了许多非特异性蛋白包括

黏蛋白、乳铁蛋白、凝集素等，其数量和组成结

构都受到压力的调节。这些唾液蛋白在口腔微生

物的生命活动中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精神心

理因素可以通过调控唾液蛋白间接改变口腔内

VSCs 的 浓 度 ， 从 而 导 致 口 臭 的 形 成[19]。 Paudel

等[18]通过大鼠束缚应激实验发现，应激下口腔内

发 生 改 变 的 杀 菌/通 透 性 增 加 蛋 白 家 族 A 成 员 2

（bactericidal/permeability-increasing protein fold-

containing family A member 2，BPIFA2）、埃布纳

腺蛋白1前体、淀粉酶1a等唾液蛋白会进一步影响

口腔内VSCs的浓度变化；Nani等[20]也得到了相似

的研究结果，证实慢性刺激下受试者唾液成分的

改变为口腔中硫化氢等VSCs的生成提供了有利环

境；Engeland等[32]则通过检测患者唾液发现，唾液

中α-淀粉酶、肿瘤坏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α、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1b的浓度会随

着特定心理变化而改变，提示了社会心理事件对

口腔环境的直接生物效应。

3.4　  精神心理因素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情绪障碍可以诱

导激活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交感神经系统，交感

神经系统通过激活免疫细胞的肾上腺素受体直接

影响免疫功能，或通过调节淋巴细胞及促炎物质

的释放间接改变免疫功能[33]。Sherer等[34]通过检测

细胞因子水平和免疫细胞表型，发现焦虑患者的

免疫状况与健康人群有显著不同，且不同焦虑水

平患者的免疫情况也有所不同。

免疫功能紊乱可以影响口腔微生态平衡，使

口臭相关细菌增多，从而导致口内VSCs增多[18]。

异常的免疫功能通过调节全身炎症性反应及免疫

细胞的激活，促进牙周炎的发生发展及口臭的发

生[35]。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口

臭发病率已被证实显著高于健康组[36]。同时学者

们[37]还发现另一种自身免疫紊乱性疾病——溃疡

性结肠炎 （ulcerative colitis，UC），其患者的口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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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高达68%。Enver等[38]报告，与健康人群相

比UC患者的唾液和龈沟液中TNF-α水平明显升高，

且其唾液中的白细胞介素17A浓度与牙周附着丧

失水平呈正相关。此外，Schmidt等[39]研究表明UC

患者龈沟液中基质金属蛋白酶浓度升高，可能促

进牙周炎和口臭的形成。

3.5　  精神心理因素对系统性疾病的影响

口臭的口腔外因素多来源于呼吸道、消化道、

代谢性疾病及恶性肿瘤等[2]，如肝衰竭患者口腔中

的腐烂气息和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典型的烂苹

果气息。而精神心理因素在多种系统性疾病的发

病中也都起着重要作用。流行病学证据表明，生

活事件压力、抑郁和社会孤立在癌症的发生和转

移中都起着较为突出的作用，而癌症导致的全身

营养不良及免疫功能紊乱则会进一步影响口臭的

进展[40]。人体的紧张情绪可通过神经内分泌作用

减少肝糖原合成，致使血糖升高，从而引发或加

重糖尿病[41]。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状态能够激活

蛋白激酶C、抑制中性粒细胞的功能活动、影响炎

症介质的产生[42]。这种变化不仅会在微生物感染

过程中参与炎症过程，而且还可能干扰宿主对微

生物的防御功能，由此提高人体对微生物的易感

性，影响口腔内的微生态平衡，进而产生口臭。

众所周知，消化道疾病与口臭的发病密切相

关，而精神因素已被证明能够改变胃肠道的生理

性和病理性功能[29,43]，因此心理因素也能间接调控

消化道来源的口臭。炎症性肠病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 是一种典型的与精神心理因

素相关的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克罗恩病

（Crohn disease，CD） 和UC。研究[44] 发现，抑郁

症患者的IBD发病率较对照人群显著提高，且抗

抑郁治疗有助于减轻UC和CD的症状，表明心理

障碍在 IBD的发病机制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精神心理因素可触发脑-肠轴的神经-内分泌网络，

通过诱导肠道菌群失调、炎性因子过度分泌、改

变迷走神经信号等途径[45]，引起结肠黏膜损伤和

结肠的炎症反应，随之促进口腔菌群的改变和唾

液中促炎因子水平的提升，影响口臭的发生发展。

4　  小结与展望

口臭易导致患者出现社交心理障碍，影响患

者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甚至可能引发或加重潜在

的相关精神疾病。本文从健康焦虑角度分析了健

康焦虑对妄想性口臭的直接影响，同时从口腔微

环境、牙周炎、唾液、免疫功能及系统性疾病等

口臭致病因素的角度初步阐述了精神压力对口臭

的间接促进作用，如应激可能通过调节神经内分

泌反应影响口腔环境，从而促进口臭的形成和加

重。但精神因素在口臭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仍缺乏

有力的证据，还需要进一步临床和基础研究的支

持，以期明确精神心理因素对口臭的直接和间接

性影响的具体机制，进而更好地指导口臭的临床

工作，这对减轻口臭患者的心理负担和临床症状、

提高其生活质量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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